
薛凤
国际知名汉学

家、德国马普学会

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关注文字和物质演变史 促进不同文化交汇碰撞

国际知名汉学家、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

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在科学史领域造诣深厚，

尤其在中国宋元明时期技术史研究领域。受访时她

表示，其研究方向与学中文的过程相关。她原来的

导师主攻技术史，对中国丝绸非常感兴趣。薛凤第

一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杭州和苏州了解当地人如何

织布，由此对中国技术和科学发展史产生兴趣，也增

加了对文化及其发展的了解。薛凤坦言学中文花了

30年，学术研究则要兼顾不同的学术语言，这个过程

更不容易。

“中国科学史是世界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解这些历史给我带来极大乐趣。”薛凤说，一方面作为

汉学家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收获，另一方面增加了

她对物质发展的兴趣，开始研究这些原材料是怎么结

合起来的。

薛凤现在的研究方向是将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汉

学结合起来，主要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包括：一是物

质。如人们从物质中学到了什么。材料学、考古学、

生物化学等学科的新进展带来对物质新的审视视

角。目前大多数的历史是文本历史，她想了解人们如

何从物质中获取知识；二是音乐和数学之间的关系。

音乐、数学和建筑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有非常悠久的

历史。此外她对研究动物史也感兴趣。

薛凤坚信，好的历史学家同时还应是科学历史学

家。她现在主要研究中国元代学者陶宗仪。其著作

《说郛》《南村辍耕录》探讨了如何理解知识和历史演

变过程，他不只看文字的历史，同时非常重视物质演

变的历史。

薛凤惊讶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中国古代

非常重视运用物质发展技术，现在中国技术发展速度

非常快，变化也非常多。”同时她也指出，“技术发展太

快，如何接受是个问题，这对未来也是非常大的问

题。对于技术发展的变化我们应持续关注。”

薛凤2020年曾获得德国学术界最高荣誉——莱

布尼茨奖，以中国“四大科技名著”之一《天工开物》为

研究对象撰写的《工开万物》（The crafting of 10000
Things）还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和美国

科学史学会辉瑞奖。谈到连续摘得国际学术大奖，她

表示自己是代表这个学科得奖的，该学科研究一直致

力于揭示科学发展由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相互交汇碰

撞而成，并将其他文化纳入研究视野。她现在更愿意

做长时段的科学史研究。

薛凤几年前曾主持一个地方志的数据库研究项

目 ，并 推 出 研 究 工 具 LoGarRT（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谈及此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薛凤说，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延续不断的史料文献，从约9世

纪开始，地方志流传千余载保存至今，可以让我们了

解一个地方与其所处朝代的联系，以及与历史真实性

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了解地方性知识如何被定义及标

准化的过程。她所在的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于数

字人文研究，开发的研究工具LoGarRT可以支持阅读

文献，完全改变了学者阅读文献的方式。

数字人文研究是科学史研究所十分重视的领域，

对此，薛凤表示，这不仅因为我们致力于呈现新的研

究成果，开发新的研究手法，而且因为研究对象是中

国。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数字化文献，依托这些数字

化文献可以做很多很棒的研究。她还介绍，研究所的

计算机工程师和历史学家会一起研究，历史学家可能

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与计算机工程师一起思考，如何

用计算机方法处理问题。

薛凤受聘于中国多所顶尖高校教授职位。对于

如何促进中德学界相互了解和合作，她表示，很多德

国人对中国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

速发展，但很多人了解的多是文化层面。应邀请更多

德国人到中国来，多待一段时间，更多了解中国各方

面的发展。历史学家应努力写出好作品，记录真实的

历史，出版更多关于中国各方面发展的优质图书。中

国出版社的能力非常强，真正的读者一定会喜欢一部

漂亮的书。

夏含夷
美国芝加哥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

座教授、顾立雅中国

古文字学中心主任

第19届中华图书特贡奖获得者专访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词：真实、生动、可信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编者按 日前，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以下简称“特贡奖”）获得者名单揭晓。本报记者在特贡奖颁奖典礼前后采访了多位获奖者，其中既有来自美国、德国的学者，也有长期居住在

国内、书写中国人生活变化的外国教授和翻译中国著作的外国专家。从他们的深情讲述中可以感受到，当下，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共情并借助技术赋能。真实、生动且可

信的叙事，将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最佳方式。

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为方向 加强中美学界相互影响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顾

立 雅 中 国 古 文 字 学 中 心 主 任 夏 含 夷（Edward L.

Shaughnessy）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中国古代史研

究为志业，至今已跨越半个世纪。谈及如何走上这条

研究道路，他介绍说，1970年听从父亲建议进入美国圣

母大学学习思想史，大一时听了几门神学课，对中国的

道教、禅宗产生兴趣，开始学习庄子思想。大三时，学

校开了中文课，他开始学中文，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

明德大学暑期班，专门补习中文。毕业后去中国台湾

求学，课余时间在英语补习班教书，认识了同在英语补

习班教书的包弼德（Peter K.Bol，美国汉学家）。包弼德

回美国前把爱新觉罗·毓鋆老先生介绍给他，他开始学

习《老子》。之后又到日本留学。1978 年，夏含夷进

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攻读研究生，跟着导

师倪德卫（David S.Nivison）继续学习。由于倪德卫经

常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向吉德炜教授（David N.

Keightley）学习甲骨文，夏含夷开始通过《孟子》学习甲

骨文，后来又跟随导师研究青铜器铭文。

夏含夷表示，其学术兴趣从最初的《周易》慢慢转

向西周青铜器铭文，因为研究《周易》所依据的甲骨文

史料过于琐碎，西周青铜器铭文史料比较丰富。2000

年前后，中国出土了很多汉代、秦代和战国时期的竹

简文献（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上博简1994年入藏、

清华简2008年入藏），整个行业都转向竹简学研究，他

也跟随行业变化转向竹简学领域，近10年主持“清华

简”（即清华大学2008年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收藏的

一批珍贵的战国竹简文献）的英译工作。

谈到考古史研究最大的乐趣，夏含夷表示，可以

发现很多新内容，将这些新发现与传统文献做交叉对

比，或者将传统文献与新出土文献做交叉对比，其乐

无穷。

然而，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让夏含夷感到最难的

是，这些文献中约90%他看得懂，剩下10%看不懂。他

援引20世纪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话：《诗经》读懂了

90%，《尚书》读懂了60%，虽然还有10%和40%看不懂，

但可以做进一步研究。这对他而言也是一样，无论是

甲骨文、金文还是战国文字，能读懂的在60%—90%之

间，其余是最难的，他要做的是，“将读懂的部分与对

中国古代的认知结合，获得系统化的认识。”

夏含夷曾花数年时间，和剑桥大学前东亚系主任

鲁惟一教授（Michael Loewe）共同主编《剑桥中国上古

史》，199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文版。在2019

年纪念该书问世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很多人提

出，20年来新出土了很多考古文物和文献，应重写中

国古代史。夏含夷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些年虽

然有新鲜、丰富的资料，但也未必要对其作出根本的

修改。“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新问题，但还没有新答案，

努力做好研究即可。”

“学术研究要能反映中国新出土文物和文献，也

要提出新问题。”夏含夷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曾建议在场的中国古文字学家，根据新出土的竹简提

出新问题进行研究，却没有得到重视。“而现在，中国

到处都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希望未来中美之

间产生类似的相互影响，将有助于加强学术交流。

夏含夷还注意到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化。他

在1980年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时，有几位中国学者不

会英语，夏含夷将自己的论文写成中文供大家阅读交

流。当时一位西方教授劝他不要这样做，一是中文写

作在西方学术界不算成果，二是中国学者不会看外国

学者写的研究成果，也不会接受外国人的意见。夏含

夷则坚持己见。让他高兴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他给予

高度认可，中国同仁阅读他发表的中文文章并接受了

他的学术成果。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既用中文

写作，也参加中国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的

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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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书到游历式书写 他这样讲述中国故事
厦 门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教 授 潘 维 廉（William

Brown）自 1988 年来到厦门定居以来，在中国生活

工作近40年。谈到这些年中国最大的变化，他总结

说，一是现代化。1988 年中国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寄出一封信要 1 个多月才能收到回信，安装电话要

花几百美元，还得等 3 年。现在各省都有世界一流

的公路网、高铁网，就连偏远的西藏河谷和沙漠地

区也有了高速互联网，医疗和教育水平也大幅提

升。二是精神面貌。当年，城乡百姓面临种种挑战

仍满怀希望，现在人们对国家和文化的自豪感日益

增强，受到更多尊重。

潘维廉曾写过很多封家书，介绍在中国的生

活、工作，打消了美国亲人的担心和对中国的误

解。谈及现在讲故事的方式和渠道发生了哪些变

化，他表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电邮、社交媒体、

图书等方式讲故事，从渠道看发生了变化，但仍聚

焦“和而不同”。他说：“我很早就知道，美国人自认

为已通过（带有偏见的）媒体了解了中国——就连

我的家人和挚友也不愿听我指出他们错了。于

是，我开始写中国人的故事，分享中美之间的共同

点——热爱家庭、热爱祖国，崇尚勇气、自强不息、

望子成龙。信中穿插了幽默和漫画元素来活跃

气氛。不到 6 个月，就有 500 多人读了我那些家

书，不少美国孩子都写信来询问。通过了解中美

差异他们明白：这不一定是错的，甚至能让他们

学到很多。”

至今潘维廉已创作出版了20多部讲述中国发展

变化的作品。他说，最初除了一本关于厦门的书之

外，他没有太多写书计划。这个想法在2001年11月

发生了变化，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一次晚宴

上授予他“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鼓励他继续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些话

时时激励着我，成为我驰而不息、用心观察中国的动

力。”这些年来，潘维廉驱车20万公里，走遍中国每一

个省份，采访了100多位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他们身

上发生的变化。

在潘维廉写的 20 多部作品中，《我不见外》

让他记忆深刻，这本书通过家书的形式分享中国

近 40 年来的巨变。新书 2018 年出版后，潘维廉

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随信寄了这本书。没

想到，2019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主席回信并鼓励他

书写更多中国故事。这成为他继续旅行、学习和

写作的动力。

对于如何更好地促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潘

维廉表示，虽然他现在一两年回美国一次，但是

每天会借助微信等社交媒体与美国亲友聊天。他

发现，如今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 50

年前他在中国台湾时更多。“我们可将其归咎于

西方媒体，但也必须承担起责任。要通过有创

意的方式，吸引国外人士来中国学习、旅游、工

作，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他表示，至今他已鼓

励数百名美国人来中国留学。“一旦真正了解了

中国，你就会发现，它并非敌人，而是未来的朋友

与伙伴。”

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新角度，潘维廉认为，需要

讲述个体的故事——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就讲述别

人的。这些个体的故事更难忘，也更有说服力，其独

一无二的亲身经历更可信。

他还认为，应当讲述更多中国帮助其他国家发

展的故事。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

度，但如果讲述具体的故事，说明它如何改变了某个

人的生活，就能打动人心。为此，潘维廉常常分享儿

子、儿媳和4个孩子去非洲做医疗和社工志愿者的经

历，在最偏远的地区，他们看到中国人正在帮助非洲

修建公路、桥梁、隧道、机场、港口。这沿袭了中国20

世纪90年代的发展规律——要想富，先修路。当这

样介绍“一带一路”，并给美国友人看他孙女和她非

洲小伙伴的照片时，即使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改变

了看法。

潘维廉曾与近 10 家中国出版社合作出书，谈

及出版合作的建议，他表示，和每家社的合作体

验都很愉快。他们专业、耐心、严谨，不仅要求文

笔流畅 ，更要求所有内容真实可靠 ，均有据可

查。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在中国出的书，难以

在国外买到。因此，近年来他更希望作品在海外

市 场 能 看 到 ，如《西 方 遇 见 东 方》（West Meets
East）已在美国出版，接下来将在国内推出中文

版，若能在中国推出价格更亲民的英文版，就更

好了。

潘维廉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

讲好中国故事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共情与技术赋能
外文出版社德文部翻译、改稿专家李博瀚

（Burkhard Risse）从小就对中文很好奇，1992年在德国

波鸿鲁尔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1995年初在中央戏

剧学院学习，2011年参与外文出版社图书翻译项目，

至今和中文打了30多年交道。谈到最初吸引他的中

国元素时他说，中国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是世界独一

无二的文化特征。尤其是象形文字，反映了中国数千

年来传承的智慧和悠久历史，这是吸引他沉浸到中国

文化中的主要原因。

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这些年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在物流、新能源、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网络

覆盖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他而言，现在

可以通过网络论坛与其他网友交流，还可以了解电

子书中受其他读者欢迎的段落。翻译软件可以为非

母语人士带来方便，但很多情况下仍需要外语专家

来进行审核。

李博瀚曾在2014年翻译了第一本中文书《汉语

习语趣说》，从中感受到翻译的乐趣。他表示，这是

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成语、谚语及歇后语等汉语习语

的参考书，其中包含人类共同价值和观念，可以拉近

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距离。但是外国读者不知道

其背后的故事，需要译者在介绍中文原意的前提下，

对相应的历史、文学背景作解释。有一些中文习语，

可以借用相近的德语俚语，比如用“大炮打麻雀”解

释“牛刀杀鸡”，还有“塞翁失马”这样的成语，都反映

了中国人民的智慧。翻译这些习语给他带来了巨大

的乐趣。

从2022年起，李博瀚担任外文出版社德文部全

职改稿专家，参与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及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等图书的翻

译改稿工作。谈到工作心得时他说，这些政治文献

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长句。因为德语语法逻辑关系

的问题，如果直译为德语，长句会更加复杂；而一些

概括性术语，则须在翻译中进行更为精准、清晰的

解释。这时，译者要作研判，是作脚注说明，还是在

行文中自然地转译。在修辞方面，中文中使用押

韵、同音词、比喻等不同手法，通常不能直译，要加

脚注。

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较难的学术著作，需要聘

请外国专家，建立术语库，使用写作风格指南。对

于较简单的题材，则可以借用智能翻译软件推出

多语种版本。李博瀚认为，德国读者不喜欢官方

说教，讲好中国故事正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共

情与技术赋能的互动。核心在于打破刻板说教，

以真实、鲜活、可感的细节引发全球共鸣。他还建

议多讲述老百姓（比如快递员）的生活故事，以此

消除距离感。此外，还可以邀请国外网红沉浸式

体验中国。

作为外文社的翻译改稿专家，李博瀚得到外文社

所属中国外文局的诸多帮助，如帮他申请永久居留

权，解决在中国生活的各种问题，还经常安排他参加

外地会议或调研活动。李博瀚说，这些活动让他可以

目睹书中描写的地方，亲身感受那里的烟火气和人情

味，传递出字里行间的温度与实感，更让他的译文与

脚下的土地产生深刻的共鸣。

李博瀚
外文出版社

德文部翻译、改

稿专家


